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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若梦，三白不虚

近日读到李建荣先生《<浮生六记>作

者疑为杨引传》一文，浮生研究难道还能

有这么大的颠覆？ 但读下来发觉全文缺乏

过硬的证据，只是作者的猜想，而这些猜

想也是因为对浮生研究的相关材料和成

果掌握不够全面所致。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王韬“少时尝跋

其后”的疑问，李先生以为是王韬小时候、在

杨引传发现手稿之前就阅读过 《浮生六记》

的抄本，这是不确的。 王韬所作《瀛壖杂志》

述及杨引传，有“少同里闬，初未相见，逮归

自蜀，始投缟纻”之语。 从杨引传所作《独悟

庵杂忆》可知，杨氏十九岁（1842 年）就婚于

蜀，二十一岁（1844年）携眷归吴，可见此时

他已与十七岁的王韬缟纻相投， 相识相惜。

越三年（1847年），王韬与其妹杨梦蘅成婚，

再越四年， 杨梦蘅病逝于上海 （1850年 10

月）。 王韬云其“少时尝跋其后”，感慨美妇才

人往往不能相守终老，谁料“跋后未越一载，

遽赋悼亡”，可知他所说的“少时”并非小时

候，而是 1849年他二十二岁之时。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杨引传于冷摊发现

《浮生六记》 的手稿本应在 1844 年归吴之

后、1849 年年尾之前，而且揆以常理，杨引

传既与王韬交好，姻亲又兼同里，应不会得

到此书过好几年再给王韬看，王韬也不会看

了好几年才“跋其后”，所以杨引传在 1849

年得到《浮生六记》的可能性为最大。只是杨

序过于简略，未提及他得到《浮生六记》的时

间，所以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他发现

《浮生六记》到光绪三年（1877 年）出付《申

报》馆正式出版，中间隔了至少二十八年的

时间。 光绪三年（1877年），王韬重写此跋交

给杨引传付印时已是五十出头的老翁了，回

忆青年时期称为“少时”亦属正常。

王韬的跋首句着一“曾 ”字 （“曾于冷

摊上购得”），亦可侧面证明杨氏得书并非

光绪三年近日之事。 所以王韬《弢园文录

外编》中的原跋文说“少时读书里中曹氏

畏人小筑 ，屡阅此书 ，辄生艳羡 ，尝跋其

后”，虽指明了读书的地点，但并不等于读

的就是曹氏的藏书。 若曹家真的另藏有一

本《浮生六记》的抄本，那么这个抄本后来

去哪里了？1849 年王韬已与杨引传相识数

年了，不会只字不提，《浮生六记》的发现

之功就不可能都归于杨引传了。 所以，笔

者以为王韬当时所读的就是杨引传所得

之手稿本。 而至于后来他提供了管贻葄的

六首绝句———既然俞平伯先生 1980 年尚

能在黄裳所藏的《裁物象斋诗钞》原刻本

中发现这六首绝句从而更正管贻萼之误，

那么王韬在这漫长的二十八年间曾经看

此书并抄录下这组绝句也是很有可能的。

另一个佐证是叶桐君刺史，他并非外

人，而是杨引传妻子叶心兰的长兄。 《独悟

庵杂忆》中云：“心友昆弟五人，长乃桐君

贰尹，在浙应试”，贰尹与刺史都是唐代官

名，在清代大致是作为县丞与县令的雅称

而已。 杨引传发现了《浮生六记》，在亲友

中传阅，是很正常的。 并且台湾的蔡根祥

先生已经考证出叶桐君卒于咸丰十年

（1860 年）（蔡根祥：《〈浮生六记〉后二记考

异》， 台湾：《国文天地》，2008 年 8 月号第

279 期），那么叶桐君阅读杨引传所得手稿

本的时间自然是在此之前。1860 年太平军

攻入苏州，杨引传丧妻丧子，“避居洋泾”，

《浮生六记》的出版自然就被耽延了。

然后我们要举出沈三白其人在历史上

真实存在过的证据。 其实管贻葄《裁物象斋

诗钞》第三十九首题为《长洲沈处士三白以

〈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说明他与沈

复有交往，已是一个明证。 三白一介落魄文

人，其子逢森也少年夭亡，杨引传当时“遍访

城中无知者”并不奇怪。 而且他所谓的“遍

访”也并不彻底，因为当《浮生六记》“由隐而

显”（俞平伯语）以后，与沈复相关的诗书画

被爱好者挖出得越来越多。比如芸娘逝后的

数年，沈复依附其“总角交”苏州状元石韫玉

游幕，石氏的《独学庐全稿》中有三首为他作

的题画诗词，包括《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

诗》、《洞仙歌·题沈三白夫妇“载花归去月儿

高”画卷，时其妇已下世矣》、《疏影·为沈三

白题“梅影图”》。 清人顾翰的《拜石山房诗

钞》中有一首歌行体的《寿沈三白布衣》，中

有 “当年曾作海外游， 记随玉册封琉球”之

语， 从诗中还可看出沈复在如皋为幕十年，

已近花甲，要回苏州买屋养老了。 可见沈复

自得石琢堂之助，嘉庆十三年又随使赴琉球

之后，生活境遇比芸娘在世时要好很多了。

2005 年，与沈复同时期的文人钱泳的

一本笔记手稿《记事珠》被发现，并已经多

名学者鉴定为真。 其中有一条关于《浮生

六记》的条目：“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

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唱和。 迨芸娘没

后 ，落魄无寥 ，备尝甘苦 ，就平生所历之

事 ，作 《浮生六记 》，曰 《静好记 》、 《闲情

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

生记》也。 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

足迹几遍天下。 余与梅逸从未一面。 亦奇

士也。 ”《记事珠》中还有摘录《闲情记趣》

的内容，更有六千多字的《册封琉球国记

略》，开篇即言 “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

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被认定为是《海国

记》 的部分内容。 （见 《浮生六记 （新增

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可见钱

泳与管贻葄一样，是有幸看过全本《浮生

六记》的人，只是他看的可能是一个未定

稿的抄本，六记名目略有不同。

最后，关于沈复的名字 ，赵苕狂与陶

恂若先生都已说过沈复其名其字出自《论

语·先进》的 “南容三复白圭”。 《诗经·大

雅·抑》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为也”，乃慎言之意。

行文至此， 我想已无需再证明为什么

《浮生六记》的作者不是杨引传了，杨的悲

剧是战乱造成的， 而沈复与芸娘的悲剧是

依附于封建大家庭的悲剧， 如潘麐生赋诗

所感是“衅起家庭剧可怜”，其间相去甚远。

认为王韬所读的是另一个抄本的不

只李先生一人，所据也只是王跋的两处异

文而已，也是没有意识到杨氏得书与印书

不是同时，而误以为王韬比杨早读了二十

多年（张一民：《王韬始读<浮生六记>的时

间 和 版 本 》， 《淮 阴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2013.1）。 人们总是希冀在民间尚存着其

他抄本，能补足后两卷佚失之憾。 其实，像

沈复这样的落魄文人，描写夫妻之情这样

的非传统题材，在那个时代是不会被重视

的。 距离沈复下世不过二三十年，他的手

稿就流落冷摊了， 能够被杨引传得到，并

经历洪杨之乱而保存下来付印流传，已是

天壤间一大幸事了！

———回应李建荣先生对于《浮生六记》作者的质疑

争鸣

唐一方

文学乡愁的自我表白
段茵

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为， 乡愁是对一

种事物的思慕之情。 我们稍加忖度，就知道

这种思慕之情往往是由时间、 空间单方面

或者共同的迁移引发的。 换言之，乡愁源自

对差异性的感悟与怀想。 因此，尽管从未真

正的背井离乡， 单单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

叠加，年复一年的心绪的沉淀，也足可以引

发一个人的乡愁。 如果他碰巧是个作家，他

便极有可能把这份乡愁表述并且传递开

来， 使之成为一种横亘时空的人类共同的

人文经验，比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普

鲁斯特之于巴黎，再比如冯骥才之于天津。

书写天津卫百多年前历史纠葛的《单

筒望远镜》是冯骥才文学乡愁最强烈的自

我表白。 《单筒望远镜》里百多年前的天津

人文图景，是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更

是情感的。 情感的底色与情感化的想象力

甚至弥合了他不在历史现场的种种经验

和体验的缺欠。 记得雨果曾在一篇游记中

写道：“再过一点时间，所有巴黎的纪念性

建筑就会成为废墟。 这里，一切都在变，但

什么也不会消亡。大山的废墟还是大山。 ”

在《单筒望远镜》里天津这城永远是天津，

也永远是家乡。

但是《单筒望远镜》里文学乡愁的落

点却无意于家乡，而在于家国。

《单筒望远镜》不再以津味儿白话作

为文本语言， 不再以勾勒津地往昔众生

相，“钩沉”挤挤挨挨、深不可测的市井人

生为本事，不再以捧出一方“有碱有盐还

有硝”的一方水土和性情为主旨。 《单筒望

远镜》 逾越了地理的限制和文化的钳制，

以乡为国，直指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核

裂变”点———庚子年·天津。 这就是《单筒

望远镜》真正的张力所在。

“单筒望远镜”无疑是中西文化误读与

猜疑的象征之物。 就历史事实而言，早在明

天启年间， 单筒望远镜这一荷兰人的发明

就已经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携入中国，崇

祯皇帝成为最早使用单筒望远镜的中国人

之一。 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国人已经掌握望

远镜———时人称之为 “千里镜” 的制作技

艺，并曾用于作战；而有清一代，上层社会

对单筒望远镜也并不陌生。 但小说中，出身

于做洋纸批发生意的富贵商家的二少爷欧

阳觉，在他所处的时空里，乡土中国正经历

着巨大的文化震惊， 天津是乡土中国最早

体验这一文化震惊的城市之一。

小说前半部分， 与法国少女莎娜一起

的欧阳觉站在小白楼上透过单筒望远镜这

一“他者”窥视着异己的租界地，同时也窥

视着司空见惯的天津老城， 他的视界里依

次出现了紫竹林、白河、三岔河口、娘娘宫、

望海楼教堂、天津老城，这些地标式的天津

空间地名及其各自的文化过程，定义了《单

筒望远镜》小说文本的文化地理空间。 而在

之后的庚子之战中， 它们又都成为了中西

激烈对抗的生死场。 正如冯骥才所认为的，

当一种文明碰到另一种文明时， 不一定是

更文明，还有一种可能是野蛮，中西最初的

误读、猜疑、隔阂、碰撞，尽在其中。

然而作家的文化乡愁又别有一层深

意，那即是一种“传统性”焦虑。

《单筒望远镜》开篇不久，便语出惊人

地形容起一棵“铺天盖地”的老槐树来。 这

槐树将主人公欧阳家四合套的三进院落

统统罩住； 槐树的香气则随着东南西北

风，同城隍庙、白衣庵的香火气以及老城

鼓楼晨昏的钟声融为一体；槐花则是老药

铺的一味上好的药材，还是房主欧阳老爷

妙趣天成的茶饮。 而篇末，老槐树被八国

联军的炮火炸断，欧阳家家破人亡，幸存

的欧阳觉将老树、老屋连同死去的亲人一

同点燃，“滚滚浓烟带着悲情染黑了老城

上边夏日的天空”。 老槐树同天津的城与

人真可谓共命同运，生死一气，有始有终。

《单筒望远镜》以槐树作为中国文化本

深末茂的象征物乃至意象，是有人文深度的

一种“文化人”的自然选择。 值得留意的是，

欧阳家开的是“纸局”，纸于传统人文中国的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传统中国”的美好

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玉石俱焚了，“铺天盖

地”的老槐树无力荫庇这些美好，老槐树成

为一种“传统性”文化焦虑的象征。

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人与人的冲

突，在这种冲突中是不存在完胜者的。 天生

烝民，有物有则。 冯骥才认为，交流是化解

冲突的积极方式， 因为人性是可以超越文

化冲突的。 他同时认为， 文学是人性的表

现，而人性则是人对人的理解。 这可以算是

《单筒望远镜》对文化道义的跨界承当了。

小说的篇末，欧阳觉赴死之前回望那座

一面朝向租界，一面朝向老城的“小白楼”：

此刻，夕阳从开阔的旷野的西边斜射

过来，正照在那小楼上。 在强烈的晚照里，

在它后边蒙着暮霭的租界那一片灰暗的

背景的衬托下， 它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

金红夺目，极其明亮，好似荒野上一块遥

远的墓碑。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墓碑前低下头

来认真地思考。

交流是化解冲突的积极方式，

因为人性是可以超越文化冲突的。

文学是人性的表现， 而人性则是人

对人的理解。这可以算是《单筒望远

镜》对文化道义的跨界承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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